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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8 月对烟台 3 种典型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调查, 分析了烟台典型

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 包括群落种类组成、丰度和生物量、优势种、多样性等, 采用

MDS 和 CLUSTER 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并用 AMBI 和 m-AMBI 对底栖群落和环境质量进

行了评估。结果表明: 本次调查共鉴定出大型底栖动物 111 种, 其中多毛类动物 40 种, 甲壳动物 37 种, 

软体动物 29 种, 棘皮动物 1 种, 鱼类 2 种, 其他动物 2 种(包括纽虫和腔肠动物各 1 种)。多毛类动物和

甲壳动物占据了研究区域底栖群落的主要成分, 两者分别占据了群落总种数的 36.04%和 33.33%。从季

节来看, 3 种类型潮间带物种数均为冬季最低, 而秋季则普遍处于较高水平。物种丰度在 3 种类型潮间

带的分布为泥沙质的渔人码头>泥质的养马岛>沙质的辛安河口, 3 种类型潮间带的丰度主要贡献者分

别为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多毛类动物。渔人码头和辛安河口的生物量均以秋季为最高, 而养马岛在

冬季达到最高, 且远高于其他 3 个季节; 软体动物是 3 种不同类型潮间带生物量的主要贡献者。烟台 3

种类型潮间带出现的优势种多达 15 种, 但多数优势种仅在某个潮间带的单个季节出现, 优势种受季节

和潮间带类型的影响明显; 日本大螯蜚(优势度为 0.29~0.82)是渔人码头全年的优势种, 中型阿曼吉虫

则是辛安河口的主要优势物种, 养马岛的优势物种则为养殖逃逸的菲律宾蛤仔。与以往历史资料相比, 烟

台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已经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 原有的潮间带经济种类已经严重退化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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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作为海洋湿地生态系统一个重要类型 , 

地处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作用较强烈的地带, 陆海

理化因子交替, 环境复杂多变[1], 通常具有丰富的底

栖群落, 为海鸟、底栖鱼类和甲壳类等提供的充足的

食物来源和产卵育雏地[2-3], 另外人类生产开发活动

频繁, 对潮间带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扰动也与日俱增, 

因此潮间带生态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大型底栖

动物作为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潮间

带生态系统碎屑分解、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生

态系统平衡与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4-5]。大型底栖动

物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较差的稳定性, 群落组

成和结构对物理环境和人类扰动敏感而深刻[6-7], 因此, 

是监测海岸带环境的良好的指示生物[8-9], 是研究环境

压力对生态系统综合影响的最佳选择[10-12]。 

随着烟台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 

烟台潮间带自 20 世纪 30 年代有记录以来发生了很

多变化,更深刻的变化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现

如今沿烟台海岸遍布的大量海草床已消亡殆尽, 四

十里湾潮间带海草床仅在烟台渔人码头附近有斑块

分布。烟台潮间带从四十里湾北部芝罘岛向南一直

到养马岛, 软泥质潮间带、泥沙质潮间带及沙质潮

间带均有分布。为使本研究全面而有代表性, 选取

了 3 个不同类型的潮间带进行取样, 分析烟台滨海

潮间带底栖生物的变化。选取的这 3种受不同扰动

或影响的潮间带类型 , 通过比较长期的历史资料 , 

发现其群落演化和生态变迁, 为合理持续开发潮间

带生物资源以及保护海岸带健康的生态环境提供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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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简介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北部。三面环山, 北面濒临黄

海, 隔海与辽东半岛相望。烟台海岸曲折蜿蜒构成许

多内湾, 沿岸属“基岩海岸”类型, 包括岩岸、砂岸、

泥砂岸、砾石滩、海港(泥沙、岩石底质)5种生境, 丰

富的生境是海洋动物栖息、产卵和繁殖的良好场所。

本次调查选择了 3 种最常见的基质类型, 包括辛安

河口的沙质底质, 辛安河口的泥沙底质以及养马岛

南部的泥质滩涂, 这 3 处采样点的具体位置如下: 辛安

河 口 37°26′25.71′′N, 121°32′51.74′′E; 渔 人 码 头

37°30′52.41′′N, 121°26′38.46′′E; 养马岛 37°27′3.82′′N, 

121°35′49.17′′E。调查站位地理位置如图 1所示。 

 

图 1  2009~2010年烟台潮间带调查采样站位分布图 

Fig.1  Position of sampling site in Yantai intertidal zone 
during year 2009~2010 

 

1.2  采样方法 

本次调查于 2009年 11月, 2010年 2月、5月和

8月 4个季度月(秋、冬、春、夏)在烟台海域辛安河

口和渔人码头近岸海域潮间带进行采集。在辛安河

口与渔人码头潮间带取一垂直于海岸的断面, 从高

潮的基准面下退 15 m至低潮区附近等距离设 3个站

点 (高、中、低潮区) , 用 GPS 定位仪定位以便 4

个季度重复取样, 对大型底栖生物进行调查取样。 

调查区域范围是烟台滨海潮间带, 调查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 3个断面, 每个断面在高、中、低潮带各

设 1 个站, 必要的断面将增加潮下带和潮上带站位

以增强对潮间带底栖生物群落特征的理解, 先期进

行 1 年的调查取样, 以期能获得烟台滨海潮间带底

栖生物的群落特征和受人类影响干扰情况, 并为未

来进行潮间带底栖生物群落演替作一个本底的参

考。调查时间定为 2009 年 11 月和 2010 年 2 月、5

月、8 月, 每季度野外调查一次, 采获的底栖生物样

品拿回实验室进行室内研究分析, 包括鉴定、计数、

称质量, 调查规范依据《海洋监测规范》第七部分。

数据分析主要利用各种生物统计软件 , 包括

PRIMER, SPSS AMBI软件包和 EXCEL进行数据的

处理和作分布图。 

采集的生物样品为大型底栖动物, 分为定量样

品和定性样品。定量样品采集根据采用 0.5 m×0.5m

的取样框, 对 0.25 m2 底质内的样品进行采集, 用

0.5 mm 网目的筛子进行冲洗, 获得大型底栖生物, 

所得样品用 75%的酒精进行固定后带回实验室。在

实验室用 1%的虎红溶液对筛选所得的大型底栖动

物标本和残渣进行染色挑选, 最后进行鉴定、计数及

称质量。易断的纽虫和多毛类按头部计数, 管栖动物

剥去管子 , 软体动物的死壳不计数 , 软体动物不去

贝壳, 群体标本不计算个数, 寄居蟹去螺壳称质量。

分类计数后的标本用精度为 1 mg的电子天平称量。

并换算求得各种群的优势度、栖息密度(个/m2)和生

物量(g/m2)。样品的处理、鉴定、称质量等均按《海

洋调查规范》(GB 12763.6-91)进行。同时对底质的粒

径组成、有机质含量进行分析。 

1.3  数据处理 

底栖动物群落数据在标准化后采用单因子和多

因子统计分析进行群落结构分析。底栖群落的生物

特征包括丰度(A), 物种数目 (S), 香农威纳指数(H′; 

log10), 多样性指数 (d)和均匀度指数 (J′) 。  

优势种的计算: 优势种的定义在不同资料、文

献中有所区别 , 在应用研究中 , 对优势种主要通过

一系列量化标准进行划分, 本文采用优势度 Y[13]作

为划分优势种的标准。大型底栖生物优势度计算公

式为:  

Y=(ni/N)×fi 
式中, N 为采泥样品中所有种类的总个体数目, ni为

第 i种的个体数; fi 为该种在各站位出现的频率; 当

物种优势度 Y > 0.02时, 该种即为优势种。 

依据 Gaudêncio 等[14]的粒径分析标准, 按粒径大

小将底质分为砾石(≥2.000 mm, 粗砂(0.500~2.000 mm), 

细砂(0.250~0.063)和泥(<0.063 mm)。粒径采用 Maste-

rsizer 2000 型(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 英国)激光粒度仪

测定, 粒径测量范围为0.02~2000µm, 相对误差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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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开发的 PRIMERTM 6.0

软件包 , 进行群落组成及结构的统计分析 , 以研究

分析物种丰度的时空变化。底栖丰度数据经过平方

根转化之后, 采用 Bray-Curtis 相似性矩阵进行转换, 

采用组平均排序和非度量多维测度进行等级聚类。

采用 AMBI 5.0 软件包 (下载于 www.azti.es)中的

AZTI’s Marine Biotic Index (AMBI)和 multivariate- 

AMBI (m-AMBI) 分析底栖生态状况[15]。AMBI阈值

如下: “正常”, 0.0~1.2; “轻微污染”, 1.2~3.3; “扰动”, 

3.3~5.0; “剧烈扰动”, 5.0~6.0 和“极端扰动”以及“无

生命”[16]。m-AMBI的质量阈值如下: “高”>0.77; “良

好”0.53~0.77; “中等”0.38~0.53; “差”0.20~0.38; 和

“恶劣” <0.20[17]。 

各采样区域的底质粒径分布见表 1。 
 

表 1  烟台潮间带各采样区域的底质粒径分布 
Tab.1  Grain size of different intertidal zones in Yantai 

站点 潮区 0~4 µm 4~64 µm >64 µm 

高潮 0.002 57 0.027 269 99.970 36

中潮 0 0.331 823 99.668 18辛安河口 

低潮 0 0.097 482 99.902 52

高潮 6.445 118 38.575 78 54.979 11

中潮 2.691 296 11.058 89 86.249 82养马岛 

低潮 4.267 107 21.872 12 73.860 77

高潮 0.547 329 4.591 319 94.861 35

中潮 0.475 781 2.769 355 96.754 86渔人码头 

低潮 0.479 479 4.421 962 95.098 56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及季节变化 

根据在烟台潮间带 3 个典型潮间带 4 个季节的

大型底栖动物采集, 共获得 9155 号标本, 分属 111

种, 包括多毛类动物 40 种, 甲壳动物 37 种, 软体动

物 29种, 棘皮动物 1种, 鱼类 2种, 其他动物 2种(包

括纽虫和腔肠动物各 1 种)。多毛类动物和甲壳动物

占据了研究区域底栖群落的主要成分, 两者分别占

据了群落总种数的 36.04%和 33.33%, 软体动物同样

也是该区域潮间带底栖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占

据了群落总种数的 26.13%。泥沙砾石的渔人码头潮

间带总种数为 70种, 远高于沙质的辛安河口 34种和

泥质的养马岛泥质潮间带 36种。在各季节的类群分

布中, 甲壳动物在冬季种类数量要少于其他 3 个季

节, 在 3个潮间带区域的种数分别为 1种(渔人码头), 

0 种(辛安河口)和 1 种(养马岛); 并且冬季的总种数

在 4个季节中也是最低的(表 2)。 
 

表 2  烟台潮间带各季节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分布 
Tab. 2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macrobenthos in intert-

idal zones in Yantai 

站点 季节 多毛类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门类 合计

春 17 9 6 0 32

夏 10 8 10 1 29

秋 14 12 8 2 36

冬 11 1 7 1 20

渔人

码头

合计 28 23 17 2 70

春 7 3 5 0 15

夏 7 5 3 0 15

秋 7 3 4 1 15

冬 1 0 2 0 3

辛安

河口

合计 14 11 8 1 34

春 5 6 6 0 17

夏 4 8 9 1 22

秋 10 6 5 2 23

冬 2 1 10 1 14

养马岛

合计 13 14 8 1 36
 

2.2  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度与生物量 

烟台潮间带 3 个典型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平均

丰度为 (2034.44± 2042.58)个 /m2, 平均生物量为

(198.86±191.82)g/m2。不同动物类群的丰度的时空

差异都很显著, 泥沙砾石性质的渔人码头潮间带丰

度最大, 占据了 60.6%, 尤其以日本大螯蜚丰度最大, 

冬季的丰度达到 1768.67 个/m2。沙质的辛安河口则

以多毛类为主, 而泥质的养马岛则以软体动物为主。

丰度的季节变化中, 春、夏和秋季 3个季节差异较小, 

而冬季则变化剧烈。渔人码头和养马岛冬季的丰度

要远高于其他 3 个季节, 而辛安河口的冬季丰度则

明显小于其他 3 个季节。不同动物类群生物量的空

间差异显著, 平均生物量以养马岛最高(103.87g/m2), 

渔人码头次之(32.66 g/m2), 辛安河口最低(12.62 g/m2)。

各个动物类群在不同季节的生物量略有不同 , 渔

人码头和辛安河口均以秋季的生物量为最高 , 而

养马岛潮间带的生物量在冬季达到最高 , 远高于

其他 3 个季节。3 个典型潮间带中 , 软体动物均是

生物量的主要贡献者 , 除渔人码头秋季(40%)和辛

安河口夏季(33%)外 , 软体动物在总生物量的比重

均超过 59%(详见表 3)。  

2.3  优势种的时空分布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 烟台潮间带出现的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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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烟台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分布 
Tab.3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macrobenthic abundance and biomass in intertidal zones in Yantai 

丰度(个/m2) 生物量(g/m2) 
  

多毛类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 合计 多毛类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 合计 

春 163.33 435.33 27.33 0 625.99 1.63 6.39 14.83 0 22.85 

夏 671.33 172.67 44.00 0.67 888.67 2.81 3.59 15.79 0.02 22.21 

秋 358.00 227.33 30.00 3.33 618.66 1.79 31.88 23.11 1.61 58.39 

冬 348.67 1768.67 42.00 2.00 2161.34 1.00 1.34 23.63 1.23 27.20 

渔人

码头 

平均 385.33 651.00 35.83 1.50 1073.67 1.81 10.80 19.34 0.72 32.66 

春 110.00 2.67 6.00 0 118.67 1.06 0.74 3.99 0 5.79 

夏 55.33 88.00 7.33 0 150.66 0.55 5.68 3.03 0 9.26 

秋 13.33 5.33 29.33 0.67 48.66 0.83 0.09 29.46 0.41 30.79 

冬 0.67 0 2.00 0 2.67 0.05 0 4.58 0 4.63 

辛安

河口 

平均 44.83 24.00 11.17 0.17 80.17 0.62 1.63 10.27 0.10 12.62 

春 18 6 110 0 134 0.21 2.09 32.63 0 34.93 

夏 64.00 29.33 76.67 2.67 172.67 2.77 9.27 79.61 0.26 91.91 

秋 230.00 7.33 134.67 2.00 374.00 3.85 1.05 40.25 0.06 45.21 

冬 4.67 0.67 801.33 0.67 807.34 0.10 0.01 243.29 0.01 243.41 

养马

岛 

平均 79.17 10.83 280.67 1.34 372.00 1.73 3.11 98.95 0.08 103.87 

 

共 15种, 包括 6种多毛类, 5种软体动物, 4种甲壳动

物, 但多数优势种仅在某个潮间带的单个季节出现,

优势种的季节变化明显, 包括多毛类动物的长双须

虫和日本刺沙蚕, 软体动物的等边浅蛤、西施舌和异

白樱蛤, 甲壳动物的伍氏厚蟹、大蝼蛄虾以及长趾股

窗蟹, 而在多个季节或潮间带出现的优势种仅有 6

种, 包括多毛类动物的中型阿曼吉虫、膜质伪才女虫

和小头虫 , 软体动物的菲律宾蛤仔和古氏滩栖螺 , 

甲壳动物的日本大螯蜚。在渔人码头大型底栖动物

群落中, 日本大螯蜚(优势度为 0.29~0.82)是全年的

优势种, 是该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为小头虫, 

是除夏季之外其他 3 个季节的优势种。中型阿曼吉

虫则是辛安河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主要优势物种, 

它在春、夏、秋季均为该研究区域的优势种。养马

岛的底栖群落优势种则为菲律宾蛤仔, 在春、夏、冬

季的优势度为 0.07~0.48(表 4)。 

2.4  群落结构的时空变化 

为了避免稀有种的相对丰度对可靠性的影响 , 

以提高非参数检验的强壮性 , 将所有占总丰度

0.05%以下的种剔除[18]。在后面的这些分析中, 这些

种的丰度占到了所采样品总丰度的 99.21%。在对群

落数据进行了二次方根转化之后 , 转化为 Bray- 

Curtis矩阵, 进行 Cluster聚类, 结果(图 2)表明, 在 3

种不同的底质类型下, 沙质的辛安河口底栖群落受

的季节变迁异常剧烈; 而渔人码头和养马岛底栖生

物类群的季节变化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 

两者不同的底质类型决定了底栖群落的结构和组成, 

季节因素对其施加的影响在底质之下。在渔人码头, 

春季和夏季的群落结构相类似, 而养马岛底栖群落

则在秋冬季较为相近。 

 

图 2  烟台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聚类分析 

Fig. 2  Cluster analysis of macrobenthic community in dif-
ferent intertidal zones in Yantai 

 
作者对各采样区域和各季节的底栖群落进行

SIMPER分析, 结果也与以上结果相符。对各采样区

域的 SIMPER 分析显示, 渔人码头不同季节的群落

的平均相似性为 57.45, 远大于养马岛的 32.60 和辛安

河口的 15.72。渔人码头的平均相似性的主要贡献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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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烟台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主要优势种及其优势度 
Tab.4  Dominant species and its seasonal dominance in different intertidal zones in Yantai 

渔人码头 辛安河口 养马岛 
物种 

春 夏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中型阿曼吉虫 

Armandia intermedia Fauvel, 1902 
  0.08 0.07 0.40 0.02 0.04      

膜质伪才女虫 

Pseudopolydora kempi (Southern, 1921) 
 0.22 0.03   0.08       

小头虫 Capitella capitata (Fabricius, 1780) 0.12  0.27 0.03     0.03    

长双须虫 Eteone longa (Fabricius, 1780)   0.09          

日本刺沙蚕 Neanthes japonica (Izuka, 1908)          0.22   

异足索沙蚕 

Lumbrineris heteropoda (Marenzeller, 1879) 
  0.06        0.25  

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 Reeve, 1850) 
      0.08  0.07 0.15  0.48

等边浅蛤 Gomphina aequilatera (Sowerby, 1825)       0.12      

西施舌 Coelomactra antiquata (Spengler, 1802)       0.03      

异白樱蛤 Macoma incongrua (Martens, 1865)         0.40    

古氏滩栖螺 Batillaria cumingi (Crosse, 1862)          0.02 0.10  

伍氏厚蟹 Helicana wuana (Rathbun, 1931)          0.03   

大蝼蛄虾 Upogebia major (de Haan, 1835)          0.05   

日本大螯蜚 

Grandidierella japonica Stephensen, 1938 
0.43 0.41 0.29 0.82         

长趾股窗蟹 Scopimera longidactyla Shen, 1932      0.34       

 
Grandidierella japonica Stephensen, 1938, Capitella 
capitata (Fabricius, 1780)和 Armandia intermedia 

Fauvel, 1902, 它们对平均相似性的贡献率均超过

10%。养马岛底栖群落平均相似性的主要贡献者是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 Reeve, 1850),  
Macoma incongrua (Martens, 1865), Batillaria cum-
ingi (Crosse, 1862), Lumbrineris latreilli Audouin et 
Edwards, 1834, 辛安河口平均相似性的主要贡献者

为 Armandia intermedia Fauvel, 1902, Ruditapes phili-

ppinarum (Adams & Reeve, 1850), Gomphina aequi-
latera (Sowerby, 1825)和 Pseudopolydora kempi 

(Southern, 1921), 这些种也是各采样区域群落丰度

的主要贡献者, 除渔人码头的 Pseudopolydora kempi 

(Southern, 1921)似外, 它的丰度贡献值超过 10.28%, 

但对平均相似性的贡献率只有 6.05%, 它的季节变 

化异常剧烈 , 夏季的丰度值占到了全年总丰度的

93.89%。作者对不同季节的底栖群落的 SIMPER 分

析显示, 各季节在不同采样区域的平均相似性均比

较低, 春季最高, 仅为 22.62, 冬季最低, 仅 4.96, 夏

季和秋季分别是 20.89和 22.28。 

2.5  底栖群落与环境扰动 

由物种丰度数据进行了多样性、AMBI 和 m- 

AMBI 的计算, 结果(表 5)显示, 除辛安河口由于物

种数的季节变化较大(比如冬季仅获得 3 种底栖动物)

使得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存在一定问题之外, 渔人码

头泥沙质海滩和养马岛泥滩均受到了人类活动的轻

微扰动, 同时生态质量状况处于相对良好的水平。

AMBI 指数建立在某一站位各底栖动物栖息密度所

占比例的基础之上, 评估结果受优势物种的影响较

大, 在物种数和生物多样性指数较低的辛安河口(冬

季), 当某一站位的底栖动物种类数和个体数较少时, 

AMBI的敏感性会明显降低[19], 而综合了 AMBI、物

种多样性指数和物种数的 m-AMBI 对生态环境质量

的评估结果较之更为准确[20]。 

3  讨论 

烟台底栖生物从张玺[21]和张修吉[22]的种类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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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烟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多样性、AMBI 和 m-AMBI 生态环境评估 
Tab.5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status of intertidal zones in Yantai by diversity, AMBI and m-AMBI  

站位 季节 H′ AMBI 扰动情况 m-AMBI 环境状况 

春 1.40 0.264 无扰动 0.64 良好 

夏 2.51 2.651 轻微扰动 0.61 良好 

秋 3.13 1.157 无扰动 0.77 良好 
辛安河口 

冬 1.50 5 中度扰动 0.25 差 

春 2.26 1.997 轻微扰动 0.64 良好 

夏 2.89 2.297 轻微扰动 0.72 良好 

秋 2.14 2.22 轻微扰动 0.67 良好 
渔人码头 

冬 0.37 2.926 轻微扰动 0.35 差 

春 2.02 3.143 轻微扰动 0.68 良好 

夏 1.71 2.92 轻微扰动 0.63 良好 

秋 2.76 3.366 中度扰动 0.77 良好 
养马岛 

冬 1.13 2.825 轻微扰动 0.50 中等 

 

开始 , 在他们的早期工作中 , 对烟台潮间带及浅海

的底栖动物种类进行了种类图示描绘及优势种的记

述, 但其在采样过程中并不严格区分潮间带与浅海, 

张玺[21]对烟台各类型浅海的代表性底栖生物进行了

种类记述, 某些种类并附有精美的外形图。张修吉[22]

统计了烟台海滨标本计有 112 科, 131 属, 并对一些

稀有物种进行了形态和生境描述。但在渔人码头附

近仅记录 4种, 包括沙蚕科沙蚕属 Nereis, 鳞沙蚕科

Polynoë pontogema及矶沙蚕 Eunicidae Arabella。杨

宗岱和吴宝铃[23]记录了渔人码头附近多毛类 14 种, 

明显少于本次调查所获得的 28种。丛建国[24]根据每

年 1次连续 7年的调查, 获得无脊椎动物 128种, 与

本次研究相比, 他的报道也涉及了岩石滩和海港码

头 , 通过比较香农威纳指数显示 , 无脊椎动物群落

的多样性、均匀度和种类丰富度及个体数量在急剧

下降, 沙质海滩上的美人虾 Callianassa sp.及海棒槌

Paracaudina chilensis ransonnetii 已绝迹, 在本次调

查中亦未有发现, 亦说明人类对该区域潮间带的影

响深刻, 短时间内并无好转的迹象。在可预见的未来, 

烟台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仍将受大量人类活动的影响, 

比如海参养殖、贝类滩涂等。 

养马岛南岸泥沙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代表动

物[21]包括海仙人掌 Cavernularia habereri (Moroff.), 

叶须虫 Phyllodoce, 吻沙蚕 Glycera, 海豆芽 Lingula 

anatine (Bruguiére), 钩虾 Gammarus, 虾蛄 Squilla, 

脊腹褐虾 Crangon affinis (de Haan)(现为日本褐虾

Crangon hakodatei Rathbun), 圆球股窗蟹 Scopimera 

globosa (de Haan), 关公蟹 Dorippe, 软体动物的

Tapes varietatus (Hanley) [现为 Venerupis aspera 

(Quoy & Gaimard, 1835)], 扇贝 Pecten laetus (Gould) 

[应为踵扇贝 Talochlamys zelandiae (Gray, 1843)], 海

螂 Mya, 蚶 Arca, 壳蛞蝓 Philine japonica Doridium 

(现为东方壳蛞蝓 Philine orientalis A. Adams, 1854), 

金氏真蛇尾 Ophiura kinbergi (Ljungman), 紫蛇尾

Ophiopholis mirabilis (Duncan), 哈氏刻肋海胆 Temn-

opleurus hardwickii (Gray), 细雕刻肋海胆 Opleurus 

toreumaticus (Klein)。 

渔人码头的泥沙岸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代表动

物[21] 燐包括 沙蚕 Chaetopterus variopedatus (Renier), 

蠋沙 Arenicola, 扇贝 Pectinaria, 吻沙蚕 Glycera, 沙

蚕Nereis, 螠虫 Echiurus unicinctus (von Drasche), 裸

体方格星虫 Sipunculus nudus (Linné), 海豆芽 Ling-

ula anatina (Bruguiére), Talitrus, 跳钩虾 Orchestia, 

短脊鼓虾 Alpheus brevicristatus (de Haan), 大蝼蛄虾

Gebia major (de Haan)[大蝼蛄虾 Upogebia major (De 

Haan, 1841)], 美人虾 Callianassa harmandi (Bouvier) 

[应为 Nihonotrypaea harmandi (Bouvier, 1901)], 管须

蟹 Albunea, 圆球股窗蟹 Scopimera globosa (de Haan), 

肉球近方蟹 Hemigrapsus sanguineus (de Haan), 蓝氏

三强蟹 Tritodynamia rathbuni (Shen)(现为蓝氏三强

蟹 Tritodynamia rathbunae Shen, 1932), 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Miers), 宽身大眼蟹 Macr-

ophthalmus dilatatus (de Haan), Uca; 圆滨蛤 Hiatula 

olivacea (Jay)(现为圆滨蛤 Nuttallia ezonis Kuroda & 

Habe in Habe, 1955), 日本镜蛤 Dosinia japonica 

(Reeve), 樱蛤 Tellina, 青蛤 Cyclina chinensis (Che-

mnitz), 蛤蜊 Trigonella(现为 Mactra Linnaeus, 1767), 

砂海螂 Mya acuta (Say)(应为 Mya arenaria Linn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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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 长竹蛏 Solen gouldi (Conrad.)(现为 Solen 

strictus Gould, 1861), 蛤 仔 Tapes variegates 

(Hanley)[现为 Venerupis aspera (Quoy & Gaimard, 

1835)], 织纹螺Nassa(现为织纹螺 Nassarius Duméril, 

1805), 笋螺 Terebra, 彩虹虫昌螺 Umbonium vestiar-

ium (L.), 壳蛞蝓 Philine japonica (Lische)(现为东方

壳蛞蝓 Philine orientalis A. Adams, 1854), 扁玉螺

Natica didyma var. bicolor (Phil.) [现为 Neverita didyma 

(Röding, 1798)], 尻参 Caudina chilensis (Müller) [现

为海棒槌 Paracaudina chilensis (J. Müller, 1850)], 

细锚参 Leptosynapta, 心形海胆 Echinocardium cor-

datum (Pennant)。 

以上两个潮间带区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这些

代表性种类之中, 很多体型较大的甲壳动物和软体

动物均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如甲壳动物的虾蛄、日

本褐虾、短脊鼓虾、三疣梭子蟹、大蝼蛄虾、短脊

鼓虾; 软体动物的扇贝、蚶、长竹蛏, 蛤仔, 蛤蜊, 青

蛤, 扇贝等等。但在 2009~2010年调查中所获得的典

型代表动物及优势动物中 , 大型的种类退化严重 , 

经济种类很少; 并且养马岛区泥质潮间带的经济动

物菲律宾蛤仔亦与附近贝类滩涂养殖的养殖生物逃

逸有关。另外, 由于在张玺[21]和张修吉[22]所记录的

很多底栖种类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浅海底栖生物 , 

绝大部分并非潮间带区域所生存, 而是生活于潮下

带近岸水域, 这与本次调查的范围有所区别。 

在群落丰度组成中, 日本大螯蜚是渔人码头泥

沙滩的全年优势种, 作为该区域底栖群落的重要组

成部分, 它的出现应与渔人码头潮间带残存的一片

海草床(Zostera marina, 约 4 m2)有关, 它为这些小

型端足类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食物来源及庇护场所; 

中型阿曼吉虫是辛安河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主要

优势物种, 它与辛安河带至河口区域的大量有机质

堆积污染有关; 而养马岛菲律宾蛤仔则与附近的滩

涂养殖有关, 这些养殖贝类的逃逸对周围环境的大

型底栖群落组成和结构也产生的一定的影响。这些

场所均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和人为扰动, 但相对较

好地保存了各自潮间带的原有特征。 

国内学者广泛将大型底栖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包

括香农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等)与环境扰

动或污染相联系, 分析环境扰动或污染对生态系统

和生物群落的影响。在大型底栖群落分析方法上, 最

常采用的是ABC曲线法[25-27], 以及对ABC方法进行

发展改进的 MPI指数法[28]。ABC曲线法在用于评价

大型底栖群落和环境质量中存在一些局限性, 比如

它只适用于软底质的有机污染, 并且非多毛类的小

个体种和喜有机质的大个体种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分

析结果 [29]。而采用底栖生物指数 (如 AMBI 和

m-AMBI), 能够简化测量工作, 评估生态风险, 具有

较大的尺度和环境状况上的通用性, 较为准确地预

测环境变化的方向, 甚至能够确定需要采取措施的

阈值所对应的环境胁迫压力。生态指数的应用较为

成熟 , 但生态指数的适应性与底质环境密切相关 , 

生态指数中的丰度和均匀度等易受高运动性常见物

种的影响 [30], 单纯使用生态指数分析底栖群落将不

够全面, 因此, 在进行群落结构和组成的分析上, 将

以生态指数为主, 以主要优势物种的扰动敏感程度

作为辅助参考。 

在欧盟水框架计划 WFD(Water Frame Directive

的推动下 , 底栖生物指数得到了迅速发展 , 并广泛

应用于河口和海岸带水域的水环境质量检测和生态

研究中, 应用比较广泛的底栖生物指数包括Borja等[31]

创立的 AMBI 指数 (AZTI Marine Biotic Index)、

Simboura[32]的 Bentix 指数、 Rosenberg 等 [33]的

BQI(Benthic Quality Index)、Dauvin 等[34]的 BOPA 

(Benthic pportunistic Polychaetes Amphipods) 和

Muxika 等[35]以 AMBI 指数为基础, 整合种类丰富度

和香农指数, 发展出和 m-AMBI指数。AMBI指数和

m-AMBI 指数以 Pearson-Rosenberg 的有机质富集模

型为理论基础[6], 将底栖物种按污染(主要是有机质

污染)耐受程度, 分为 5 个生态群组[31], 通过将所得

的底栖种类通过分组之后, 计算生物指数[34]。AMBI

和 m-AMBI 指数可以反应软底质底栖群落对自然或

人为扰动的响应, 被用于评价欧洲海岸的生态质量, 

被成功的用于包括欧洲周边各海域[36]、印度洋[37]、

南美和香港[15]的水域。需要注意的是, AMBI等生物

指数尽管在欧洲海域有很好的适应性 [36], 但在我国

北方海域使用时, 仍需要结合底栖动物区系组成、对

环境改变和污染的响应特征等进行必要的修订[16]。

在本文 ABC 曲线和生物指数的联合应用中, AMBI

和 m-AMBI 指数显示出了较强的适应性 , 是替代

ABC曲线的较好选择。已有的研究也证实, AMBI和

m-AMBI 指数均能有效地检测生态系统所承受人为

或环境扰动影响 , 并已应用于渤海湾潮间带 , 长江

口, 香港和深圳等地的近海海域的底栖生态环境质

量评价, 并且对于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污染、富营养

化等环境压力梯度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2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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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tidal flat is suffered from many different disturbances with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intertidal macrozoobenthic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tertidal macrobenthos in the intertidal flat of Yantai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3 intertidal types in Yantai during November 2009 to August 2010. 

The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were analyzed, and the ecological quality was also evaluated by AMBI 

and m-AMBI. A total of 111 macrobenthic species were collected and identified. Polychaeta was the most dominant 

species group with 40 taxa (36.04%), followed by Crustacea with 37 taxa (33.33%). The species number was lowest 

in winter and highest in autumn in three different intertidal zones. The total abundance was highest in Fisherman’s 

wharf, followed by Yangma Island and Xin’an Estuary. Crustacean, mollusca and polycheate were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above intertidal flats, respectively. Mollusca wa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the total biomass of three 

different intertidal zones, with highest biomass in autum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Xin’an Estuary whilst in winter 

to Yangma Island. Fifteen dominant species were calculated in this three intertidal zones, and most dominant 

species only occurred in species intertidal types and/or seasons. Across all sampling seasons, Grandidierella 

japonica Stephensen, Armandia intermedia Fauvel,  and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Fisherman’s wharf, Xin’an Estuary and Yangma Island,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 intertidal 

macrobenthos had been strongy affected by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and the previous economic species have 

degenerated or dis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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